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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换作为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重要内容，根据马克思唯物史

观的理论，必须从历史演进中对其进行现实和理论分析。基于马克思对交换的定义，文章提出交换关系

的概念，从四个维度提炼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交换关系的演变，分别呈现出交换关系主体市场化、客体

多元化、载体虚拟化、利益悬殊化的特征。文章沿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将这一演变纳入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作用机制中，从科技进步、劳动能力、新型分工三方面阐明了生产力对交换关系的

作用路径，并且从生产关系演变中论述了利益关系对交换关系的影响，以此总结出我国交换关系演变

机理。为了使我国今后的交换关系朝着服务于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发展，今

后需发挥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构建新时代和谐劳资关系，加强虚

拟经济领域的监管和立法，坚持改革开放信念不动摇，发挥“两个作用”，解决“两个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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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断完善，居民的

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深刻重组。马克思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

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①
，交换作为“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

的中介要素，……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②
，因此，交换不仅包含了劳动产

品的交换，还涵盖了作为生产要素劳动的交换。更进一步地，马克思将劳动的交换看作是劳动

力在商品市场的买与卖，即“劳动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③
，

并以交换为逻辑起点研究经济问题。基于这一对交换的定义，本文提出“交换关系”的概念，将

其定义为：不同主体在市场上进行相互交换产品或劳动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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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有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交换产生的一般条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大卫•
休谟（David Hume，1740）在著作《人性论》中以人类自然本性为前提，认为私欲引发需求，从而

导致交换关系的产生。他认为，“人类因为天性是自私的，他们不会为陌生人的利益做出任何行

为，除非有某种交互的利益存在
①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发表的《国富论》分析了交换

的作用，指出“导致目前这种分工状态的，也正是我们这种相互要求交换的倾向”。同时，就交

换的影响因素而言，他认为“正因为交换的力量产生了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制于这种

力量的大小，或者说受制于市场的广狭”②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承认交换的作用

下，区分了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只有社会分工才会产生依赖于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此

外，在关于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表明了生产对交换的决定作

用：“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③
，

并更进一步指明了交换能“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④
的作用。

与生产、分配和消费环节相比，国内学者对我国交换领域的现实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

在两方面：一是将交换作为社会生产的某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方式整体框架内对中国经济进行

阶段性研究（如徐永平，2011；逄锦聚；2016）；二是将交换置于国际经济理论中考察经济全球化

对不平等交换的实质，以及对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如南云雁，2016；聂志红，2008；齐昊，

2008）。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就我国某一发展阶段的交换关系进行探讨，缺乏从历史

演变动态角度，尤其是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交换关系的现实剖析和理论研究。本文认为经济

的发展处于一定历史背景之中，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想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指导我国交换环节，不能仅研究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而要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从历史发展中

揭示经济客观规律。

因此，为了厘清我国交换关系的现实和理论逻辑，本文以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交换关系的

演变历程为研究对象，从交换关系的主体、客体、载体和利益四个维度梳理总结交换关系的演

变特征，以提炼我国交换关系的现实演变逻辑；并将这一演变过程纳入马克思基本原理之内，

基于生产方式的整体研究视角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探讨改革开放后我国交换关系的演

变机制，以阐明我国交换关系演变的理论演变逻辑；并结合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现代交换关系的

发展现状和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建议。本文对

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实践的现实提炼和理论总结，不仅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交换关

系演变理论的时代创新，也是中国实践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现实回应。

二、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交换关系的演变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快速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交换关

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交换关系的演变呈现以下特征。

（一）交换关系主体市场化

交换关系的主体是指参与交换活动的人，即“谁在交换”。马克思肯定了人在交换关系中的

主体性，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⑤
。随着交换的发展，不仅单个的人作为主体参与交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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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且人与人之间通过建立一定关系结合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也参与到社会交换之中，

并且其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交换关系的主体逐步市场化，这种转变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均有体现。

在产品市场上，交换关系主体市场化表现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初期，

以政府主导的公有制企业是交换关系的主体。这种交换关系表面上是为了实现产品价值和使

用价值的交换，但在实际中往往因为政府以行政手段强有力地干涉了交换活动的进行，以及缺

少市场力量来左右这一交换的量而难以顺利进行。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纺织厂和服

装厂企业之间通过政府指令进行定时定量的产品交换活动。显然，这时的国有企业没有取得市

场主体的地位，只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衡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是市场化的主体，关键要看它

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等的决策是由政府部门决策还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价格等

信号由企业自主决策。如果由政府部门决策它就不是市场化的主体，由企业决策就取得了市场

主体的地位。但是，在国有企业取得市场主体地位后，还存在市场化程度高低的问题，比如产

品的价格由政府部门制定还是企业自主制定、企业对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程度的高低等问题。

如果产品的价格由企业自主制定、企业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很敏感，就表示企业的市场化程度

高，反之，就表示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经历过承包制、租赁制、

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进程，沿着这一改革进程，越来越多的企业的产品由企业自主定

价，企业决策者对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程度越来越高，表明国有企业经历了由政府部门的附属

物转化为市场主体，然后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表明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市场

化的交换关系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非公有

制经济中的民营企业、个体企业、外资企业与生俱来就是市场化的交换关系主体，它们的发展

大幅度提高了我国交换关系主体整体的市场化程度。同时，非公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

发展使得产品市场中交换关系的主体更为多元，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换需求越来越大。在市

场力量作用下，非共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参与产品交换中凭借对市场供需的快速反

应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大大提高了交换活动的效率，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交换关系主

体由此进一步多元化，形成了庞大复杂的市场化交换关系系统。

在劳动力市场上，随着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转型，我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存在劳资交换关系，只

在公有制企业存在以行政指令为主要调节手段的劳动关系，此时的劳动者和企业都不是市场

化的交换劳动力的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发展、壮大，劳资交换

关系随之产生、发展、壮大。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公有制企业开始全面推行以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为目标的企业制度改革，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也随之从政府管理下独立出来，使公有制

企业的劳动关系也部分地具有了劳资交换关系的性质。同时，公有制企业的制度变革使企业决

策者的用工自主权不断扩大，出现了正式工、临时工等多种用工方式并存的局面，使劳资交换

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另外，随着限制城乡劳动力人口流动政策的取消，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城务工，就业市场上出现了规模不断扩大的以资方为主导的劳资交换。在建立以实体资本和

实际劳动为基础的劳资交换中，资方在制定劳动标准、工资报酬、利益分配等方面拥有全面的

决策权。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和信息成为生产中的关键要素，劳资的交换也以智力劳

动和虚拟资本的方式进行。因此，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环境下，拥有知识和信

息的劳动者在劳资交换中的话语权逐步增强，地位逐步得到提升，其劳动力逐渐具有了“人力

资本”的身份，从而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索取权，使劳资双方分配结构重新划分，知识性劳动

20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年第6期



力能以员工持股的形式参与利润的分配，劳方从单纯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逐步向同时追求工

资收入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转变。这些情况表明，劳动者和企业之间作为劳资交换关系主体的

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二）交换关系客体多元化

交换关系的客体是指交换活动的对象和范围，即“交换什么”“在哪交换”。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交换关系的客体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

一方面，从交换的对象来看，我国商品的交换种类日益丰富，形式逐渐多样，有形商品发展

数量逐步增加，并产生了无形商品的交换。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严格控制的计划

经济体制下，一切交换活动需要凭票进行，可供交换的商品种类较少，形式单一，并以社会农

副产品为主。城镇劳动力的交换在统包统配和“固定工”制度下就业岗位单一，大量农村劳动力

仍从事自给性消费的农业生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涌现

了种类繁多的有形商品。同时，无形商品也进入人们的交换活动中，从股票、基金等无形金融

服务到旅游、维修等无形技术服务，再到教育、资讯等无形知识服务为核心的各种无形商品全

面进入交换领域，进而改变了交换对象的结构。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逐渐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并日益完善的市场体系，资

本市场、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房地产市场、家

政服务市场相继建立并发展起来，使资本、证券、知识产权、技术、信息、劳务、人才、房地产、家

政服务等都成为交换的客体。

另一方面，我国各类市场交换的空间范围由地区发展到全国，并向世界市场拓展。计划经

济对企业活动和居民活动的产、供、销控制使得经济领域的交换活动仅限于单个城市或乡镇内

部，跨区域交换很难进行。如农村人口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使大量农村人口难以实现跨区域就

业。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这一局面被打破。商品交换实现城乡流通，地区

经济往来日益频繁，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商品交换活动率先融入全国，各类生产要素也随之

在全国各地流动。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一轮“下海热潮”，而城镇化的推

进则接着吸引了一批批农民工进城务工，由此劳动交换范围已完全扩大到国内市场。在市场经

济的推动下，尤其是运输业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商品交换和各类生产要素交换的范围逐渐由

国内市场向世界市场迈进。其中商品交换发展最为迅速，从2013年起，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

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与1978年的167.6亿美元相比，增长了惊人的230倍
①

。

（三）交换关系载体虚拟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换关系载体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中呈现虚拟化的趋势。

首先，商品交换关系载体的虚拟化反映在货币的虚拟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领域中的

交换活动需要凭票进行。粮票、布票、肉票等票证承担着交换媒介的角色，按照政府计划调控

交换活动的进行。按规定票证不得交易，因此，票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货币的流通手

段的实现。1992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票证退出历史舞台，货币所有职能得到

释放。人们的工资收入和日常生活消费通过支付纸币来实现。国民释放的交易需求促使货币供

应量M2（包括货币和准货币）快速增长，仅第二年便增长近40%。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简单

电子形态支付的非现金工具逐步推广，如银行卡、预付性电子凭证等提高了人们的交换效率。

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虚拟电子货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例如智能代码从支付工具

层面革新了交换技术，比特币、Q币则从支付载体层面改变了交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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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商品交换关系载体的虚拟化也体现在交换活动渠道的虚拟化。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

到20世纪末，我国流通渠道无论是针对产品交换还是劳动交换都以实体联系中的线性渠道为

主。具体表现为，在产品市场上，商品的交换往往经历由生产者到分销商到零售商到消费者的

不可逆路径；在就业市场上，劳动的交换则在劳动需求者和劳动供给者之间直接发生。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化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商品的交换打破了之前的流动路径，交换渠道由实体联系

发展到虚拟联系，由线性结构发展到立体结构。网上购物、自动贩卖机、送货上门等现象的出

现意味着商品的交换路径可以跨过中间商，直接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并且，这一交换路径也

逐步可逆，即消费者的需求也能直接作用于生产。例如，部分行业从群体销售转向个体定向销

售，通过搜集信息建立用户数据库，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服务。尤其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促生

了外包现象的涌现，企业通过动态配置自身和其他企业功能和要素，通过互联网不断重组交换

渠道，从而有效地节约了成本，提高了交换活动的效率。

（四）交换关系利益悬殊化

交换的本质目的是实现利益，交换的结果是利益的实现，交换关系的状况实现或体现在利

益分配状况上，我们把这种实现或体现着交换关系状况的利益分配状况称为交换关系利益。改

革开放初期，我国交换关系利益差距主要体现在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导致的城乡利益差

距上。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

化，市场交换主体不断分化，交换关系利益格局多元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带来

交换关系利益悬殊化。如劳资交换关系利益，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资本等其他要素收入份

额趋于提高。

图1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以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衡量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U形变

化。虽然如此，但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前30年是一直趋于下降的，1978年为15.47%，改革开

放初期的最高值为1980年的16.84%，此后一直下降至2007年的10.45%。2008年才开始回升，到

2012年回升至13.12%，到2016年快速回升至16.1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的演变轨迹可以从总体上反映我国交换关系利益的分配格局

的演变。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33逐渐提高至2008年的0.491，

然后逐渐下降至2016年的0.465。虽然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轨迹，但上升幅度大，下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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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衡量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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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2016年的0.465仍然偏高，反映出我国的收入分配仍然很悬殊。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平会直接

带来整个社会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不公平。社会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不公平，一方面会造成交

换关系主体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会造成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增加了我国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换关系呈现主体市场化、客体多元化、载体虚拟化和利益悬殊化的

演变特征，这对我国社会经济主要带来了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一，现代交换关系的演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水平是交换关系的决定因

素，但交换关系同样也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一方面，现代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和

协作。劳动种类的增加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并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人们的必要

劳动时间，从而为享受科学、艺术、文化等精神产品增加了时间和机会。另一方面，现代交换活

动的规模和速度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持续扩大的现代交换活动时间、空间范围意味着市场

容量的扩张，这刺激了流通的扩张，尤其是物流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物流业在20世纪80年代受

较高成本因素影响发展较缓慢，但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既刺激了物流业的发

展，也为实现多元化的流通模式创造了条件。

第二，现代交换关系的演变推动了和谐劳资关系的形成。交换关系的发展在原有生产方式

和社会制度下，逐步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马克思曾就此指出，交换和交换价值的

发展“一方面导致劳动对其生存条件的所有权关系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劳动本身属于生产

客观条件的这些关系的解体”。
①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的转化，我国劳资的交换关系从利益均等化向利益多元化发展，劳

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渐确立，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行政性劳动体制下的隐性冲

突，到以市场为基础的显性冲突的扩大，逐步走向新时代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和谐劳资关系。

第三，现代交换关系的演变加速了世界市场的融合。交换范围的扩大为人们生产生活消费

需求的扩大提供了前提，而当交换突破地域的限制时就形成了世界市场。跨国界的交换活动既

保证了世界市场内人们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又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市场的繁荣。建立在世界市

场范围下的交换活动更加具有普遍性，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融合。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后，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走向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始终坚持

凝聚改革开放的共识，实施力度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宽的对外开放政策，尤其是基于时代

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促进交换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推动全球化朝着包

容互惠的方向发展，将世界融为一体。

三、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交换关系演变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换关系作

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机部分，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其演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根本原

因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本文沿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的演变轨迹

年份 1979 1988 1998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基尼系数 0.33 0.382 0.378 0.479 0.473 0.485 0.487 0.484 0.491 0.490 0.481 0.477 0.474 0.473 0.469 0.462 0.465

　　数据来源：http://jingji.cctv.com/2017/01/20/ARTIWTRT6Bk9FqtW4mK1jeNf1701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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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在生产方式的框架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换关系的演变机理

进行解读，并从中国案例中进一步检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科学性。

（一）生产力水平提高是交换关系演变的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生产力是有用的具体劳动的观点，也即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表现为消耗在生产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减少。关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马克

思说到“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①
，这种生产力还“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

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②
，同时，协作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还创造了一种表现为集

体力的生产力。

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

定因素的判断。在谈到生产与交换的关系时，马克思表明了生产对交换的决定作用。他说到，

“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③
，并更进一步指明

了交换能“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④
的作用。因此，可以从

三方面来解读生产力对交换关系的决定作用。

第一，科学技术进步是生产力水平提高最直接的动因。科技的飞跃打破了生产模式，带来

交换关系突破性发展。纵观社会历史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应用都会打破原来的生产部

类按比例生产的均衡状态，从而出现经济波动式增长。这一新的生产模式继而影响交换活动，

使原有的交换方式上升到新的发展水平，并改变原有交换关系使之适应新的交换方式。

第二，人类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是其劳动力的核心内容。人的能力的提高扩大了生产对

象，为交换关系的发展提供可能性。人的能力，尤其是提高的劳动能力扩大了生产客观对象的

范围，使人们交换方式转变，可交换的对象得到扩大。同时，人们消费需求以物质消费为主转

向以服务消费为主，交换作为中间环节必须转变以适应这一需求变化。

第三，新的社会分工促使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转化。协作分工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使

交换关系随之演变。协作分工不仅实现了行动的同时性，而且将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

量，造就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使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在协作劳动下，分工更细，交换活动

越加频繁，交换数量也越大，因此交换关系不断演变以适应生产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的党中

央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目标和战略，当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创新驱动战略。这一切使我国科技

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由此带来了我国交换关系主体、交换关系客体、交换关系载

体的演变。就交换关系主体来说，交换关系的主体既是交换者又是劳动者，科技进步和生产力

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使作为劳动者的交换关系的主体掌握了日益更新的科技，提高了其生产力

水平；另一方面又使作为交换者的交换关系主体产生了对作为科技创新成果新产品的需求偏

好，提高了其对新产品的消费能力，进而提高了其交换水平。就交换关系客体来说，科技进步

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直接带来作为交换关系客体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种类的不断增多及其总量

的不断扩大。就交换关系载体来说，交换关系载体虚拟化正是芯片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信息技

术不断创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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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关系演变决定和体现交换关系演变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一个重要的范畴，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里

将利益关系贯穿于生产关系之中，认为社会中每一种既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一定的利益

关系。在对生产关系体系的论述中，马克思明确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

互相矛盾的社会阶级在一定时代相互斗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了

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丧失和资本对劳动的占有，体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剥

削关系。关于生产关系的内容，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过程中

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物质利益作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直接动因，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下引

导人们从事一切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保护或反对当下所有制的社会活动。在这一社会活动中，

个人消费品的分配直接影响个人利益得失，而生产资料的分配则通过产品生产来间接影响个

人利益，即分配的变化会导致所有制的改变。

在一切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对其他关系具有推动作用，尤其是直

接推动了交换关系的演变。

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交换

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不仅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使得人

们生产生活中的交换关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生产资料私有

制下资本所有者和被剥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劳资交换关系是由生产的社会

性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这种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

关系下产生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交换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关系。而在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过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由单一的公有制逐渐演变为

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使我国的交换关系趋向于复杂化。虽然

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也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劳资交换关系，但这种劳资交换关系相对于资本

主义制度下的劳资交换关系要平等得多，与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者是无

产者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在与非公有

制经济领域的资本所有者建立劳资交换关系时拥有相对较多的话语权，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

的生产资料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他们谈判的筹码。

其次，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反映交换关系，也会再生

产出后续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是在资本家的监督和管理下进

行劳动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的决策权全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反映了工人与

资本家之间交换关系的不平等，“劳动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

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一离开这个

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

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

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

来鞣”①
。这种不平等交换关系存在的现实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不高，工人的劳动以体力劳动为

主，这样的劳动要素不具有稀缺性，而资本要素具有稀缺性，导致劳资交换关系被掌握稀缺要

素的资本家掌控。这种不平等的劳资交换关系导致生产中地位的不平等会再生产出后续的不

平等的劳资交换关系和不平等的消费资料交换关系。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掌握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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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具有稀缺性的科技型知识型（创新型）劳动在生产中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使科技型知

识型（创新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话语权和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企业让工人

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在其再生产出后续的劳资交换关系和消费资料交换关系中，劳动者

掌控力不断提高，使劳资交换关系趋向于平等与和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公有制领域的劳

资交换关系和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演变也是沿着类似的轨迹前进。在改革开放前期，出去打工

的农民工劳动的科技知识含量不高，使他们在劳资交换关系中和在生产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在由生产中的弱势地位再生产出后续的劳资交换关系和消费资料交换关系中，农民工仍然处

于相对弱势地位。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当下，企业发展对科技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劳资交

换关系中劳方的科技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整体上也大大提高了，由此再生

产出后续的劳资交换关系和消费资料交换关系朝着平等的方向迈进了。

最后，产品分配形式决定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和谐程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品分配权掌

握在资本家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商品经济，产品分配转化为工人活劳动创造的新增

价值的分配，分配的方式是资本家将新增价值分为工人所得的劳动力价值和资本家所得的剩

余价值，这种分配方式带来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不公平，即需要消费资料的工人不具有足够的

购买力，拥有消费资料购买力的资本家不需要对应的全部消费资料，从而产生生产与消费的矛

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制度由完全的按劳分配演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让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实现了由单一的分配方式向多样化的分配方式的

转变，这种演变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收入差距悬殊化，进而导致交换关系复杂化，消费

资料交换关系不公平化。从2012年至2016年，以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衡量的中国劳动收入

份额之所以得到了快速提升，使交换关系利益的悬殊程度得以降低，是因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习近平在十九大

报告中对此作出了很好的总结：“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

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

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

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一千三百万人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①

四、  小结与政策建议

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应在遵循我国交换关系演变规律的前提下，让

我国今后的交换关系朝着服务于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发展。

第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挥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的时代，新产品、新技术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市场的创新活动不断加快，信息和知识成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为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国家要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产业，消除过剩产能，提升产品质量；通过科技创新开

发出新产业、新投资领域，生产出新产品，促进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产品结构优化和升级，使

社会总产品都能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从而提高交换关系的效率。

第二，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科技进步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会越来越高，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相对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

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有能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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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不断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在劳资交换中的话语权

和谈判力，从而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好处，进而提高人民群众对消费资料的购买力；

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人民群众对作为科技创新成果的新产品的偏好和消费力，最终使劳资交换

关系和全社会消费资料交换关系都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第三，构建新时代和谐劳资关系。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缓慢，市场机制对劳

资关系的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为了弥补现有劳资关系利益协调机制的不足，要利用政府宏

观调控机制来对劳资利益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一方面，以劳资关系为重点建立全方位的法律保

障体系，健全劳资关系立法体系，完善劳资冲突协调途径，构建劳资冲突预警系统；另一方面，

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提高劳动力和岗位的匹配满意度，采用员工持股

计划等形式进一步缩小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差距。

第四，加强虚拟经济领域的监管和立法。交换关系载体虚拟化会派生出交换关系主体的履

约问题、信誉问题、利益维护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秩序问题、道德问题、法律问题等一系列

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加强虚拟经济领域的监管和立法，要针对交换关系载体虚拟化的

特殊性，既要研究解决谁来监管、怎样监管、发现问题后的处理及追责问题，又要研究解决虚

拟经济领域立什么法、如何立法、谁来立法、谁来执法、如何执法等问题。

第五，坚持改革开放信念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物质、文化、技术

等方面的交流，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中，担负起自身的责任，构建更

高层次的全面开放格局，以实际行动让开放成果惠及全世界人民。坚持对内改革，基于我国新

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的现状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存在的不平

衡不充分，要不断推进制度改革，为构建和谐的交换关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六，发挥“两个作用”，解决“两个失灵”。要努力把发挥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落到实处，为此要找到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把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

益大于由政府配置资源效益的领域交给市场，把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益小于由政府配置资源

效益的领域交给政府。这里的效益不仅仅是指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处理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上，西方古典经济学过分看重市场的积极作用，忽视市场的消极作用，

提出了经济自由的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性地付出了经济危机的代价；凯恩斯主

义过分看重政府的作用，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付出了“滞胀局面”的代价。我国学术界

也存在类似的两类学术观点和相应的不同的政策主张，在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时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上存在长期的争论，在

争论中出现了走极端的观点和主张，即出现了市场极端和政府极端两种极端的观点和政策主

张。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既离不开市场的作用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我

们要充分认识市场和政府各自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和政

府都存在失灵。在此基础上，找到一种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

用，又能规避市场和政府各自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既能有效解决市场失灵，又能有效解

决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只有这样，才能构建高效和谐的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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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China’s
Relations of Exchang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Gong Xiaoying1, Luo Huimin2, Yang Yu3

( 1. School of Marxism，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3. Youth League Committee，Huaihua University，Hunan Huaihua 418000，China )

Summary:  Exchange，as  the start  of  economic research，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China’s experience in 40-year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Marx’s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ts reality and theory in historic progress. According to Marx’s

definition of exchange，w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exchange relations as：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exchanging products or labor in the market.

Meanwhile，we  refine  its  characteristics  in  four  dimensions  as：marketization  of  subject，

diversification of object，virtualization of carrier，and disparity of interests，which exert strong

influences over China’s social economy.

　　Based on the above and following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y tradition，we incorporate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summarize

China’s evolution path. Firstly，we clarify the decisive role of productivity to exchange relations

from the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1）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the most direct driving force to

improve productivity；（2） the ability to master technology is the core of labor；（3） the new labor

division patterns spur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attention from

China’s successive leaders has led to technological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rapid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which  produce  changes  in  the  subject，object  and  carrier  of  exchange

relations.Then，we discuss the promote effec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exchange relations from

the benefit perspective：（1） th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as the core conten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determines the esse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2） people’s stat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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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ffect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innovation. Our results verify the

existence of the yeast effect of innovation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divid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o two samples of light industry and heavy industry，

we can find that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However，the impact  effect  shows the great

heterogeneity in different industries，and the diffus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network in heavy

industry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light industry. This is because the products of heavy industry

usually have high technology content and strong capital deepening degree. Inevitably，the demand

of heavy industry for innovative products in intermediate inputs from other industries is relatively

high. This will  certainly accelerate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heavy industry.

Therefore，the yeast effect of innovation network diffusion in heavy industry is more obvious.

Therefore，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 use of innovative intermediate inputs through

fiscal policies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ddition，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and adjusting the mode

of financing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ctivities，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introduced foreign

investment，and increasing the pays of researchers are also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innovation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Key words:  diffus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network; yeast effect;  total factor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innovation;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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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in production reflect exchange relations and reproduce it；（3） the form of product

distribution determines the harmony degree of the means of consumption in exchange relation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transformed in two aspects：from the ownership by the

whole people to the multi-ownership with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and from the

single distribution form to a diversified distribution form. These transformations lead to diversified

social interest and income disparity，thereby complicating the means of consumption in exchange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 is necessary to take some actions

to enable exchange relations to work for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better life，including making

full use of the leading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evel

vigorously，building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virtual economy，having confidence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and exerting the “two roles” to solve the “two failures”.
Key word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change relations; evolu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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